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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对清末立宪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阶级基础和政治活动方面，而对其思想研究极少。实际上，围绕着立宪运动，立宪派通过各种报刊
阐发了许多系统的理论。只有对这些思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进一步说明立宪运动的全貌，才能真正了解多数立宪派人趋向激进的思想基
础。这里，仅就“国民立宪”论作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国民立宪”论的提出  

   

20世纪初的立宪派和君主立宪思潮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兴起的。以1905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界，在此之前，立宪思潮的讨论中心
是以日俄战争的结局敦促清政府及早立宪；之后，立宪思潮的议论中心逐渐转到对立宪步骤的探讨。有的认六立宪应先教育国民，“先颁令于国
中，以六年为期，实行立宪，庶全国人民，皆得有所预备。”(《东方杂志》1906年第12期《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有的认为“立宪之根本在
地方自治”(《东方杂志》1906年第5期《顾亭林日知录之地方自治说》。)，应“先立地方议会以富人民政治上之经验”(《东方杂志》1906年第
3期《论立宪当有预备》。)。梁启超于1906年初提出，中国国民程度不足，因此应由“开明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开明专制论》，《饮冰室
文集之十七》第77页。)。1906年12月成立的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则声称：“敬尊渝旨，使绅民明晰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预备立宪公会报
简章》，《预备立宪公会报》第1期，第1页。)。上述议论，或把立宪希望寄托于清政府，或以国民程度不足为前提，认为中国的立宪要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基本没有脱离学习日本立宪模式的思路，成为立宪思潮中的缓进主张。  

  在日益高涨的立宪声潮中，1907年1月《中国新报》创刊。在《中国新报叙》中，杨度首次提出“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侍吾民自
任之”(《杨度集》第211页。)的观点。接着，在《致〈新民丛报〉记者》中，杨度又主张：“余欲专以开国会之字告我国人民选举代表以议国
事……以此唤起国民之政治思想，责望政府要求权利之心，必为较速”(《杨度集》第403页。)。史家一般将杨度提出请开国会问题看作一种宣
传策略，其实，它的提出，还有二条心理依据，一是对清政府官制改革的失望，认为清政府仅有“预备立宪之空文”(《杨度集》第402页。)；
二是由于“排满革命”已“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必“专标一义”，与“敌党竞争势力”(《杨度集》第405页。)。因此，
“请开国会”虽是一种策略与手段，核心则是“吾民自任立宪”，目的在于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立宪的决策权和主动权，既促使立宪尽快实现，又
避免革命爆发。杨度的这一主张成为立宪派内部的激进观点。  

  杨度提出请开国会问题的核心是“吾民自任立宪”，而开国会一旦成为谋求立宪的策略与手段，也就需要相应的理论作宣传。“国民立宪”
正是伴随着开国会主张而形成舆论的。《中国新报》连续发表了杨度、熊范舆等人的多篇文章，揭示“国民立宪”之要义，呼吁立宪与国会。
《中国新报》第九期李庆芳《中国国会议》明确提出：“余所主张之立宪，非政府的立宪，而国民的立宪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三卷，第116页。)。与此同时，东京出版的立宪刊物，如《大同报》、《牖报》等，也相继发表《论开国会之利》、《论宪政与国会》、《国
民主义》等文，使“国民立宪”一时成为一种带有激进特点的舆论。1907年9月，由熊范舆领衔上的第一份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请愿书，是将
“国民立宪”推进到“国民运动”的第一次实际行动。  

  “吾民自任立宪”，“请开国会”的主张提出后，梁启超很快表示赞同。他回信杨度：“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
心理之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5页。)。1907年10月政闻社成立，其直言书云：
“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59页。)，要以“国民的运动”推动“国民的政府”的
成立。所谓“国民的政府”，即对国会负责的责任政府。1908年，国会请愿活动逐步兴起，以开国会为标志的“国民立宪”主张基本为国内外主
要立宪团体所接受。据《中国新报》第九期提到，与“开国会”主张“不谋而合者”，有上海、安徽的国会期成会、北京之宪政研究所、上海立
宪公会、留学界之宪政公会及政闻社等。就以预备立宪公会而论，也放弃了先从教育入手以作宪政准备的观点，要求清政府“决开国会，以二年
为限”(《上宪政编查馆王大臣电》，《预备立宪公会报》第10期，第16页。)。虽然各立宪团体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已将立足点从寄希
望于政府立宪转移到“自任立宪”方面来了。  

  何以一批原来持缓进态度的立宪派人能很快转到请开国会以争取国民立宪的立场上来？主要在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内忧外患的局势使立宪派
人普遍产生一种焦急心态，他们希望加快立宪速度，既取得政权，又避免革命爆发。清政府“预备立宪”步骤的缓慢和没有诚意，普遍引起立宪
派人的不满，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国会，夺取立宪的决策权。此外，“国民立宪”的提出，以其激进的色彩，体现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以国民
代表自居的精神，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尽快并直接掌握政权的迫切愿望，很能适合刚刚接受了一些西方政治学说的立宪人物的口味并为
他们所接受。  

    

二“国民立宪”论与立宪运动  

    

不可否认，杨度提出“吾民自任立宪”主张时是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的，但这一主张的提出，实际又为立宪派人确立立宪方向与手段提供了一个
出发点。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立宪派人围绕这一出发点作了大量阐发，从而又将其转变为立宪运动的政治目标。  

  “国民立宪”的中心，在于指明究竟谁是立宪的主体与动力。激进立宪派人提出了“国民立宪”与“政府立宪”两个对立的概念，认为“国
民立宪”不同于“政府立宪”的根本之处，是以“国民权利为本位”(《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16页。)，因此，“国民之



参政权国民当自求之”(《中国新报》，第七号第40页。)，立宪的“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
卷下册，第1059页。)，国民是立宪的主体。就此出发，他们不仅反对单纯依靠君权立宪，也反对依靠现政府立宪的主张，认为：“希望君主幡
然改图，与民更始，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55页。)，或“与现政府谋开国会”，
是“犹之与虎谋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22页。)。  

  从以“国民权利为本位”出发，他们主张以设立民选议院作为实现国民立宪的途径。他们认为：国会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之机关”，是
“人民与闻政治之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593、117、120、490页。)。他们特别强调要“以国会为总揽统治权机关”
《%《杨度集》，第397页。%》。他们还主张，立宪法与开国会，应以开国会为先，制定宪法的主体是国会，才能“使国民多数参预政事，使之
有协定宪法之权”(《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593、117、120、490页。)。  

  他们还从“以国民权利为本位”出发，论证了开国会的目的。他们说：“欲求民权之扩张，非开国会则莫由”(《论开国会之利》，《大同
报》第二号第40页。)，国会是“民权之集点”(《论宪政与国会》，《牖报》第六号第33页。)，只有建立国会，才能实现民权。他们把民权的
有无直接与救国相联系，“今后中国之存亡，其现形系于主权之有无，其根本关于民权之强弱”(《国民主义》，《牖报》第四号第12页。)，所
以中国“欲存于现世界，必变为民权国体乃能立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593、117、120、490页。)。值得注意的是，他
们所提出的民权，不再仅是与君分享权力。他们说：“国民的立宪国家，以国体论则为民权国体，以政体论则为君主立宪政体，君主不负责任”
(《论宪政与国会》，《牖报》第六号第31页。)，实质是完全否定君权的。  

  他们还认为，“国民的立宪”，必须由国民来推动，推动民选议院尽快建立的手段就是国民请愿运动。他们一定程度上已经看到，清政府的
立宪是被迫的，因此“民选议院之设立，非有国民之活动足以胁迫政府必不可得”。他们总结日本民权运动的历史，认为“非请愿则非国民之活
动”(《日本国民之国会运动》，《中国新报》第六号第77页。)，因而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在国会请愿运动中，他们将国会与国民权利相联
系，呼吁“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杨度集》，第490
页。%》。他们号召，召开国会，“集合国民之心理”，以“捍御外侮，振纲纪固国本”(《请开国会之理由书》，《中国新报》第九号第163
页。)。这些语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如《时报》报道汉口请愿同志会特别大会上，演说的中心内容就是：“吾民资格在争开国会，果能争开
国会，则总有资格，吾民之资格在乎争不争”(《时报》庚戌十月十七日《汉口同志会近事片片录》。)。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人心，
使国会请愿得以发展成较大声势的群众运动。“国民立宪”既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指导思想，又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基本目标。  

  国会请愿运动不仅仅动员了一定的群众，宣传了民主思想，因而成为一次爱国的民主的群众运动。更重要的是，它以国会作为立宪的中心，
以“协定宪法”作为立宪的形式，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国民运动方式，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权运动。  

  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激进立宪派人从“国民立宪”的目标出发，反复阐述了国会的性质、职能等问题，反复申明国民的政治责任与参政权
利，这样，他们实际是提出了与清政府“预备立宪”完全不同的君主立宪模式，即以民权取代君权，“规仿英制”(《时报》庚戌五月二十五日
《各直省咨议局议员代表上第二次请愿国会书》。)，建立虚君的议会君主立宪制。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曾使一批早已具有君宪思想的立宪人士受到鼓舞。然而，在“国民立宪”论提出以前，大多数立宪派人的思
路还局限在“预备立宪”的框子里。“国民立宪”论提出后，不仅将多数立宪派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国会问题上，而且直接引导了国会请愿运动的
发生。它为立宪派人提供了新的目标取向，促使立宪派内部激进势力的聚集和壮大。他们正是从“国民立宪”这一立足点出发，对“预备立宪”
始终持批评态度。  

  他们抨击清政府的“官制改革”，“其结果徒足供政府专制之作用”(《中国新报》第一号第90页。)；他们指出清政府预备开设的谘议局只
是“须受监督于官治行政机关，尤与立法机关之性质相离甚远”(《中国新报》第八号第40页。)，资政院只是“专制政体之议政机关”(《辛亥
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11页。)。他们反对“皇族内阁”，认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
则。”(《东方杂志》1911第6期，《中国大事记》。)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咨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
《国风报》第二年第十四号，第73页。)。贯穿这种种批评的指导思想就是：君主立宪国必须以议会作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而这，正是议会君主
立宪制与二元君主立宪制的主要差别。  

  立宪运动后期，尤其是三次请愿运动失败以后，激进立宪派人又开始谋求新的实现“国民立宪”的道路。  

  他们谋求以政党推进立宪。在他们眼里，政党“即结合多数人督促宪政之机关”，结党可“集合多省人士以扩充请愿之声势”(《辛亥革命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19页。)。为此，他们成立谘议局联合会作为政党之过渡，号召要“以国民为后盾”“与政府竞争”(《时
报》辛亥五月初六日《论国民宜为咨议局联合会之后盾》。)。  

  他们还谋求推翻皇族内阁。他们认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非先除此内患不足以保政治之平等”(《时报》
辛亥五月初六日《论国民宜为咨议局联合会之后盾》。)。途径则是地方分权，先取得地方权力，进而取得中央政权。他们甚至提出国民组织义
勇队，“不特吾民之身家财产可以保存而无虑，即将来一切国民应享之权利自由以及种种希望均可团结进行，唾手而得”(《时报》辛亥二月十
七日《敬告全国国民组织义勇队》。)。很明显，立宪派也在考虑借助武力与清政府抗衡。  

  为什么国内多数立宪派人在“预备立宪”后期态度如此激烈？仅仅用对清政府幻想的破灭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立宪派从发起
立宪国会请愿运动时就怀有与清政府完全不同的君主立宪目标，“国民立宪”则是这一目标的集中体现。尽管杨度进入宪政编查馆后脱离了立宪
派队伍，尽管张謇等人于三次请愿后偃旗息鼓，但是，“国民立宪”则随着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而成为多数立宪派人，特别是激进立宪派人谋求
立宪的主要途径和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民立宪”是20世纪初立宪派的主要思想潮流。  

    

三“国民立宪”论剖析  

    

“国民立宪”与“避免革命”。这是立宪派人国会宣传的两大理论支柱，也反映立宪派人的两种主观取向。“国民立宪”反映了立宪派人的价值
取向和政治目标，其来源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模式的向往与参与政权的愿望。20世纪初年，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传入中国，成为“国民立



宪”论的思想渊源。然而，立宪派并不是兼收并蓄，也并非照单全抄，而是从自身的政治需要出发进行了一定的选择。  

  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是立宪派“国民立宪”的出发点，他们说：“盖天生人而皆平等，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杨度集》，第256
页。)，并以此论证设立民选议院，变君权国体为民权国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他们又认为卢梭的学说“左袒民权”，“国家易流于解体之状
态”(《牖报》第二号第52页。)，因而不能全取。他们赞赏洛克的权力分立说与密尔的代议政府论，认为它们“思理奥衍最足资政治学者之参
考”，是“近世立宪政治之原则”(《牖报》第二号第52页。)，因而提出以少数代议士代表国民全体(《牖报》，第六号第30页。)，以具有立法
监督权的国会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主张。他们还接受国家主义观念，在大力鼓吹民权的同时也反复强调了“国权”。正如他们自称的，“余之国
民主义则合国家主义、民权主义、君主立宪主义而一治以出之者也”(《牖报》，第四号第8页。)。三者关系是：“以民权为宗旨，以议院政治
为究竟目的，而以国民统一君主立宪为国是”(《牖报》，第四号第10页。)。最后落脚点是国家权力，是实现国民统一的君主立宪制度。  

  “避免革命”是立宪派人的心理取向。这种心理，来自两个需要层次，一是追求社会稳定的需要。这种需要根源于立宪派人的社会地位。二
是从追求更多政治、经济权利出发的，参与和掌握政权的需要。这种需要来源于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发展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尤其是立宪运动已
发展成有广大工商业者与城市居民参加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这使立宪派信心大增。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避免革命”成为立宪派人谋求
君宪道路的内在动机。  

  目的与动机有联系也有区别。“避免革命”尽管有否定革命的倾向，但这种否定，并不是基于阶级对立的仇视，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及其代表基于自身政治经济需要而产生的心理取向。保留君主，在立宪派看来，只是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只是选择和平道路的前提。立宪
派“国民立宪”的根本目标是使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掌握全部政权。因此，我们进行历史评价时，应着重分析动机产生的社会原因，更不能因动机
而否定价值目的本身。当然，“避免革命”的内在动机也限制了立宪派人的行动。正是在“避免革命”的社会心理支配下，立宪派不愿放弃和平
改革道路。而立宪派与清政府政治目标的不一致，决定立宪派的目的与动机无法统一，“国民立宪”只会是悲剧下场。  

  “国民立宪”与国民程度。“国民程度”是能不能实现立宪及怎样实现立宪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立宪派人面对三方面论争对手。  

  首先，与清政府，争论的焦点在国民程度是否影响速立国会。立宪派立论的根据是：国民是立宪的主体，因此，国民程度不足不应成为立宪
的先决条件。他们把国民程度直接视为国民的政治责任心、政治判断力和参政能力，认为这些能力可以通过开国会得到提高，所以“必先建设立
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59页。)。他们甚至还进一步指出，在“国民立
宪”与“政府立宪”中，根本问题并不在国民程度，而在“政府程度不足”，“实因政府之程度不足之故，而人民不得不进行耳”(《杨度
集》，第212页。)，因此，国民应有立宪的主动权。这样，立宪派把国民立宪与提高国民程度看作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开设国会，取得参政权
是提高国民政治能力的前提与手段。  

  其次，针对少数立宪派先以教育或地方自治作为提高国民程度手段的主张，“国民立宪”论者则从“国权”立论，认为以中国所居国际地
位，改革必须首先加强国权，“国家全局之行政，凡所为赖以巩固吾国权”(《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878页。)，争国
权，要有责任政府，而要设立责任政府，必先设立民选议院。  

  再次，“国民程度”与共和、君宪道路问题。对此，杨度看得很清楚：“但以人民程度为言，则余以为苟可以行君主立宪之人民，即可以行
民主立宪之人民”。但他笔锋一转，“盖余以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无可分之高下，惟各据其国之情势而定之”。杨度认为，中国五个民族程
度不等，“满蒙回藏人之文化，不能骤等于汉人”，“汉人之兵力，不能骤及于蒙回藏人”(《杨度集》，第210—211页．)，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君主立宪，才能免于内部各族之纷争。由于出发点是“国民立宪”，杨度不能不看到，就民权而言，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有同一性，但“避免
革命”的心理，使他对各民族程度不等的分析又不免失之武断。他实质是回避了辛丑条约签订后，随着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国内社会矛
盾，尤其是人民与清朝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的事实。因此，立宪派同样没有全面认识中国的国情，他们的“国民立宪”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成
为一厢情愿的美好理想。  

  立宪派提出了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程度，塑造“立宪国民精神”问题，但在中国面临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下，立宪派人把国民精神的塑造更多
地直接与立宪的政治目标相联系。国民的普及教育可等到国会建立，立宪实现后进行，而政治教育、特别是国家主义教育，即培养国民之责任心
及政治、经济能力被放在突出的地位，所谓“个人主义教育”（发展国民个性），“社会主义教育”（以平等博爱培养国民群性），则应“熔化
于国家主义之中”，由此“一化而为国家的竞争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893页。)。立宪派人触及到了启蒙课
题，但由于中国的历史环境，使他们同样把争取国家的独立放到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之上。他们的“国民立宪”、“提高国民程度”，只是提出了
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任务，只能化为一种政治目标去吸引、教育国民，并不能真正起到资产阶级启蒙的作用。  

  “国民立宪”与民族主义。“国民立宪”作为资产阶级立宪派主的要思想潮流，处于中国民族危亡之时，不能不打上民族主义的印记。救亡
是立宪派要求速立国会的主要目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国民主张速开国会之理由，图治尚其第二义，而救亡乃其第一义(《辛亥革命十年
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34页。)。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他们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不同的是，革命派主张通过结束“洋
人的朝廷”——清王朝的途径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立宪派则主张通过内部改革的方式达到自强的目的。立宪派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
们所阐发。的“国权”概念中。什么是“国权”？按立宪派的解释，即国家权力与独立地位，“国之所立者，权力也，无权力即无国家”(《国
法学与国际法学上之中国观》，《宪政杂志》第二期第5页。)。如何争国权？立宪派说：“因救国而生立宪之问题”，“中国危亡之现象由于国
权不张，国权者，民权之积也，故欲张国权必先扩张民权”(《牖报》，第六号第34页。)，设立国会，实现国民立宪是取得国权的先决条件。  

  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变革来说，不仅面临对外摆脱侵略、争取国家独立的问题，还面临国内满汉民族矛盾问题。对此，立宪派提出，“中
国今日之国民，固天然合汉满蒙回藏苗六种族而结为一伟大之民族的国民者也”(《牖报》，第六号第24页。)。所谓立宪，也即“以政治权分配
于数个之民族，使人人皆有国家主权之一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67页。)。立足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从理论上看，立宪派的“国民立宪”既提出了摆脱外来侵略、建立民族的独立国家的问题，也提出了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统一的共处一
体的多民族国家问题，这种民族主义符合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利益与要求。立宪派将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的要求都建立在“民权”的基点上，民
权为“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57页。)，民权为“国之权在国民耳”(《牖报》第四
号，第4页。)，由此出发，他们要求实现议会君主立宪制。他们的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以此思想为
指导的立宪运动应是一次具有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方面。立宪派人的“统一的多民族立宪国家”的观念纵然具有理论的光彩，但在现实中却包含致命的错误。他们视满汉
矛盾为一个国家内部的种族问题，但当时所谓满汉矛盾，早已超出了单纯种族矛盾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与封建统治者，民主思想潮流
与专制政治的对立。立宪派回避了这一点，因而始终不敢从正面揭露清朝专制政治的腐败，也导致他们一定时期内对清政府抱有过高的幻想。  



    

四“国民立宪”是晚清君主立宪思想发展的最高形态  

    

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完整到完整，由初级到高级形态的递进发展过程。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维新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有的学者通过深入考察发现，这种“君
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第一次将“定宪法”与“开国会”相联系，表明他已摆脱仅将议会作为上下通情机构的早期维新
思想，将国会的设置作为调整国家权力、变更国体与政体的重要环节来对待，即“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7页。)。在百
日维新期间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又具体策划了君主立宪的步骤与方案，这就是：学习日本，次第而行，先设制度局，然后制定宪
法，设立议会，实现二元君主立宪制。  

  要求民权，是君主立宪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根本之处。但在维新派的二元君主立宪主张里，民权的获得只是未来的目标，其理论前提是民智未
开，所以中国变革必须次第而行，“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与严幼陵先生书》，《梁启超选集》第42页．)，倚重君权变
法。  

  20世纪初新崛起的立宪派，实际是提出了与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不同的君主立宪主张。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在立宪主体问题上，维新派主
张依靠君权变法，立宪派主张“国民自任立宪”；在君权问题上，维新派主张保留君权，立宪派主张虚君；在国会问题上，维新派主张国会对君
主负责，立宪派主张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立宪派曾批评维新派：“立宪之方法仅知以君主进行为先着，而不知以国民进行为先着”(《牖
报》．第六号第28页。)。立宪派扬弃了维新派以君权变法的局限，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推进到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这一递进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的部分知识分子心态变化的历程。  

  戊戌变法时期，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和顽固守旧势力的强大，也由于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认识的局限，维新派形成了渐进变革，循序以进的
社会变革观。这就是，一方面认为专制政治必然要改变，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中国，这种变革必然要“盈科乃进，循序而行”(《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第193页。)，这是他们学习日本模式，要求次第实现二元君主立宪制的根本原因。  

  而对20世纪初的立宪派来说，情况已大大改变，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大大扩张了立宪派的声势；20世纪初西方各种社会学说的传入，使立
宪派不仅有了民权王义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有了国家主义的思想武器，这使他们能从建立资产阶级统一国家的立场，敢于大张旗鼓地鼓吹民权与
国会，开宗明义地提出“国民立宪”。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立宪派形成了带有功利、激进特点的社会变革观，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求得急速的变革，以一次“国民立宪”，使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掌握全部政权。  

  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社会改革思潮中，与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方案比，立宪派的“国民立宪”是一种和平的保守的改革方案，但是与
维新派比，与立宪派内部的少数缓进主张比，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主张比，国民立宪又是一种激进的改革方案。就一般情况而言，统治者的
赞同往往是和平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而“国民立宪”与清政府“预备立宪”在君权、民权问题上的本质差别，决定国民立宪除了走上与清
政府决裂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成功。同时我们也应指出，立宪派虽大张旗鼓地鼓吹“国民立宪”，掀起国会请愿运动，但他们的着眼点只在使自己
更快地参与并掌握政权。他们虽一再宣示：“国民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力图使国民包括人民全体，但另一方面又反复重申：“国民为集合体，
但有少数即可代表多数”(《牖报》，第四号第8页。)。他们希望实现代议政治，同时又明确主张以一定财产、纳税额和教育作为“选举之要
件”(《国会与两大问题》，《中国新报》第七号第62页。)，以“制限选举”方式排斥下层群众及广大妇女。革命派批评说：“以今日之提倡立
宪，要求国会者，皆利用国民者也，非代表国民者也”(《国会问题之真相》，《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456页。)，这是一针
见血的。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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